
第一章　　佛教对儒、道的依附与调和

一般认为，佛教初传入中国内地，是在两汉之际。我们现在

所能看到的有关汉代佛教的材料，大概有这样几种：佛教方面的

《四十二章经》、《理惑论》；道教方面的《太平经》也反映了一些

佛教的情况；此外，史籍中对当时佛教的发展情况也有一些记

载，比较重要的有《后汉书 襄楷传》中所引襄楷上疏、《三国志

乌桓传》中裴松之注所引鱼豢《西戎传》和袁宏《后汉记》等

等。这些材料中有的不仅残缺零碎、很不完整，而且更为复杂的

是，其真伪在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研究者对弄

清这一时段中国佛教的状况甚至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如荷兰著

名汉学家许里和在论及早期中国佛教史时就说道：“一个令人沮

丧的事实是；我们对这一时期汉传佛教的其他同等重要的事项几

乎是一无 有的学者则干脆抛开这些材料，直接从后来所知。”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①许里和著《佛教征服中国》第 年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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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经或有关记载中来 。但是，如果我们推测汉代佛教的情况

不仅仅满足于只有直接记载佛教的材料才可用，而从整个汉代思

想史的大势来分析汉代佛教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出相对合理的结

论。事实上，许多研究者正是这样做的，汤用彤先生就是一个典

范。本文也将如此，即在整个汉代思想史的背景下来考查汉代佛

教与儒、道的关系，着重其间思想上的互动关系。以这样的眼光

来看，则上述材料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汉

代佛教的情况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当时佛教与儒、道关系的

内容和特点。

西汉初流行黄老之学，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至东汉时盛行象

①吕澂认为，传说中国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和最早的佛教著述《理惑

论》均为后来的作品，所以考查佛教初传时期的史实只能从译经的内容及其译者的

有关记载中去寻找线索。以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所记载为信史（《安录》虽已亡

佚，但僧祐《出三藏记集》基本上保留了其主要内容），以早期译经的传习为旁证，

可知中国最早的译经者为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两人，由此，中国佛学以此二人及其译

经为始（见吕澂著《中国 年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佛学的初传》，中华书局

第 版）。当然，吕澂以安、支为起始，其着眼点在于“佛学”，自有其道理；但是

如果以此为中国佛学之起始，那么汉代则仅有“传说”而无“佛学”了。这 不样

仅中国“佛学”的起始显得突兀，并且对早期中国佛教典籍的内容也不易作出恰当

的解释。如，吕澂先生认为《理惑论》成书于晋、宋间（同上书第 页），其时佛

教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发展，而《理惑论》中对佛教的理解却十分“幼稚”，这一成书

时间的断定与该论所表现的内容显然有明显的矛盾，对《四十二章经》的时间断定

也与此相似。所以，本文认为不能完全否定早期中国佛教典籍的真实性。

第一节　　时人眼中的佛教：视同神仙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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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传中数谶纬，东汉中叶后又逐渐形成了道教 土，面对

这样的文化环境，不能不受这些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两

个方面表现出来，即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佛教自身对佛教的

理解。根据史籍中的有关材料，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一般人（主

要是社会上层人士）对佛教的认识。

一、浮屠与黄老并祠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官方与西

域的交往中得来的一些零星信息，这种情况使得佛教被人所知的

范围多限于社会上层；同时，这些零星的信息也不可能使人们对

佛教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人们往往从表面上将佛教的外在特

征与中国原有的神仙形象联系起来。

这种将佛与神或神仙并提的现象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诸种

传说中表现得很充分。例如《魏书 释老志》就记载汉武帝元狩

年间霍去病伐匈奴（前 ，杀休屠王“，获其金人，帝以为大

神，列于甘泉宫。金人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

这个外国神像的特征首先是“金人”，“金”既可以理解为金属的

①黄老之学是兴起于战国时期而盛行于西汉初年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以传说

中的古代圣贤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原本主要为经世之学，也包含个人身心修炼的

内容。黄老之学的特点是以道家为主，结合法家，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和名家

等思想，突出刑、德观念，在政治上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

而治”。这些主张受到汉初统治者的赞赏，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休养生息，对

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东汉时，一些方士将黄老之学中重视个

人身心修炼的内容与神仙长生、鬼神祭祷、谶纬符箓等方术杂揉在一起，视黄帝、

老子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

《魏书》第 册第 页，中华书局 年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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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铜，在此应指由金或铜所铸造的神像，也可以理解为金色，

而金色又可与日月的光芒相联系。其次是“长丈余”，神像的高

大给人带来神圣庄严乃至震撼的感觉，这正是宗教偶像意欲达到

的效果。汉武帝认为这个外国神像是“大神”，置于宫中供奉。

联系汉武帝笃信神仙方术的事实，他是不论此神为何方神祇，只

要是所谓神，即供奉无误。这说明了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时人对于

外国宗教的态度，即在并不了解这种宗教的内容的情况下，将外

国宗教与当时流行的本土宗教相联系并视二者为同一。这一记载

虽然经汤用彤先生考证认为与佛教无关①，也就是说，其中的

“金人”不是佛像，而是休屠王的祭天神主，但是这个传说所记

载的外国神像的特征以及中国帝王对之的态度，在当时却具有典

型意义。

“明帝感梦”的传说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记载中是十分著

名的，一般认为它并非完全杜撰而具有某些事实基础，表明了汉

明帝时已有佛教传入。其中的内容与“休屠王金人”的传说有许

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了“金人”即指佛像“，神”

也就是佛：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

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

色。’帝于是遣史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

①参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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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明帝梦见金人，形象高大，头顶有日月一样的光芒。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这表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在人们头脑中有很深的印

象；明帝以此垂问群臣，有人就将明帝梦中的形象与佛联系起

来，这又表明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对佛教已有所知晓，并且这些

知晓佛教的人也同样将佛与神仙联系起来。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

记载中也有所表现，如“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

变化无方，无所不入” ，“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

毛，蛉赤如铜” 等等，可以看出将佛与神仙并提是佛教初传中

土时的一个普遍现象。

从外部特征上将佛与神仙等同，应该说是时人对佛教最初的

也是最浅显的了解；随着关于佛教的各种信息传入的增多，人们

对之的了解也就相对地多一些，从纯粹在外部特征上将佛教与中

国固有的神仙相等同进而在祭祀方式上将二者等同起来，虽然这

仍然是从宗教的外部形式上着眼，但是毕竟又多了一层内涵。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上层贵族，东汉光武帝刘

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正是这样，他将“浮屠”（即佛陀）当作传说

中黄老之学的创始人黄帝、老子一样来祭祀：

西域传》，《后汉书》第 页《后汉书 ，中华书局册第 年第 版。

这一传说有多种史籍记载，其间也有一些小的差异，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本文仅

以此作为当时人们对佛教的一般看法的佐证，故其他记载不一一列出，详细的考辨

可参见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章。

《后汉记》卷十《明帝记 下》，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三 册国志 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鱼豢《魏略 西戎传》，《三国志》第

第 页 版。，中华书局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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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

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

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

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

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

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

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传。英后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楚王刘英因其母不受光武帝刘秀宠爱，所以封国偏僻小弱，对皇

室也总是以一种战战兢兢的姿态来应对，一旦有向皇帝表忠诚的

机会，自然会迫不及待。从《传》中所言事迹来看，刘英性豪

爽，广交游，他是在“喜黄老”的同时，“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的，并且他所行的这种斋戒祭祀的形式应该是当时所流行的神仙

方术，因为这时完备的佛教仪式戒律尚未传入，他似乎只能以中

国本来的祭祀形式来敬奉其心目中 。因此在明帝的诏报认的神

可了他的做法之后，他“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字以为

符瑞”“，金龟”“、玉鹤”“、符瑞”等都是方术的祭祀手段或形

式。在他的周围，既有佛教信徒“伊蒲塞”（后译为“优婆塞

即男居士，又有“桑门（”后译为“沙门”）即出家僧人，还广泛

《后汉书 楚王英传》，《后汉书》第 册第 页。

一般认为佛教戒律是在三国魏嘉平年间（ 由天竺僧人昙柯迦罗传

入，见《高僧传》卷一《昙柯迦罗传》（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 年第

版）。另外有的学者也认为东汉时人们所行亦非佛教斋戒，而是传统祭祀，参见谭

世保《东汉浮屠斋戒祭祀考辨》（谭世保著《汉唐佛史探真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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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方士；既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行神仙方术的祭祀形式。在

他的眼中，浮屠与神仙一样，祭祀佛的方式与祭祀神仙的方式相

同，佛教信徒与方士也没什么区别，总的说来，佛教与神仙方术

在他的心目中几乎是相同的。从明帝的诏报看，肯定楚王英“诵

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的作法，并且“班示诸国”，表明

佛教与黄老并提、视为一种方术的看法至少在皇室中是比较普遍

的。

既祭黄老，又祠浮屠，这种现象在汉桓帝刘志那里也表现出

来。桓帝为政荒淫无道，好杀伐，怨声载道。据《后汉书 襄楷

记载：“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

尤数。” 面对这种形势，桓帝一味想求得神仙的帮助。他不断

地派人祭祀老子，“（延熹 春正月，使中常侍左绾）八年（

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仙之事 ⋯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

祀老子⋯⋯（九年）六月庚午祀老子” ；同时他自己又在宫中
，

“立黄老浮屠之祠 ，祭祀的方式是“设华盖以祠浮屠、老

子”，不仅将浮屠与黄老共同作为祭祀的对象，而且在祭祀的

方式上也与祭祀神仙相同。

由最初仅仅感觉到佛与神仙之间外部特征的相同，逐步将佛

视作与黄帝、老子一样具有某种神奇保佑作用的神灵，人们对佛

教的认识具有一条由外向内的理路进向。这种理路进向的进一步

发展，就使得人们必然从思想内容上去了解佛教。如同在外部形

《后汉书》第 册第 页。

《后汉书》卷二十二。

《后汉书 襄楷传》，《后汉书》第 册第 页。

《后汉书 桓帝记》，《后汉记》第 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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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以中国固有的神仙形象和祭祀方术比附佛教一样，在思想内

容上，当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也只能以道家或道教的思想

来理解佛教。

二、以道家或道教思想理解佛教

道家思想在整个汉代都处于一种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也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其在社会

中的巨大影响。汉代的道家以黄老并提，经典依据主要是《老

《老子》思想中本来就包含“君人南面之术”和“修身养

性”等方面的内容。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以道家结合名、法，

主要发挥了其中社会政治层面的理论；东汉时期正式形成的道

教，在理论上附会于《老子》、《庄子》，倡“长生久视之道”，着

重发挥了其中注重个人身心修养方面的内容。受这种流行于全社

会的思潮的影响，佛教在这个时期，在思想上被人们理解成与道

家或道教相似或相同的宗教，其作用也在内心修养与社会政治两

个方面表现出来。

佛教在此时期，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统治阶层将佛教视作

一种长生久视之术，而这种长生久视之术也必然和维护其统治联

系起来。桓帝时襄楷的上疏就表现了这样的思想特点。襄楷在其

上疏中说：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

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

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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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

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

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

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襄楷的思路是：桓帝以黄老、浮屠并祠，其意图在于祈求神仙的

保佑，将浮屠与黄老等同，看作一种延长皇祚的方术。佛教之所

以有延长皇祚的作用，在于它的思想内容与黄老之学是一致的，

这就是“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清虚”，

“清”指“清净”“，虚”指内心的空明，结合起来就是不耽于嗜

欲。而桓帝的所作所为与这些原则相反，所以也就达不到延长皇

祚的作用。在这段文字的开头襄楷叙述了他心目中的佛教的思想

原则，在结尾处又认为桓帝的穷奢极欲与黄老之道不相符合，表

明在他看来，浮屠与黄老是完全一致的。疏中还提及佛教是老子

入夷狄所化，也就是以为在学说的源头上佛教是与道家相同的，

其中所引“浮屠不三宿桑下”的故事又与早期佛教经典《四十二

章经》的有关内容相似②，这些都表明了在他的心目中佛教与黄

《后汉书 襄楷传》，《后汉书》第 册第 页。桓帝时东汉王朝已

呈现最后崩溃的征兆，桓帝自己的荒淫无道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襄楷上疏，其目

的亦在于规劝桓帝尚西汉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以维护和稳固社会统治。上疏的

直接起因是由于“（延熹）九年四月庚午，河水清（”《后汉记》卷二十二）。按“，河

水清”，以襄楷《疏》中所言是不祥之征，“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

坏者也”。当时盛行象数谶纬，襄楷本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后汉书

襄楷传》，《后汉书》第 册第 页），所以疏中多言灾异赏罚。其中所涉及的有

关佛教的内容，也与他上疏的目的以及他所擅长的学术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人们

的一些普遍看法。

《四十二章经》的原文是：“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

‘ 册第 页中）《大正藏》第革囊盛血，尔来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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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道家没有区别。

楚王英与桓帝并祠黄老浮屠，表明他们是将佛陀与黄老视作

同类的神，这可以作为社会上层对佛教的代表性看法；襄楷对所

谓“道术”的阐述完全是道家的语言和内容，他把佛教与黄老道

家相提并论，又以道家的思想内容等同于佛教，从内容与形式两

方面都将佛教与道家等同起来，他的这种看法可以作为社会知识

阶层的代表 。汉初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老子与法家性观点

思想结合，是一种适应当时社会形势的“君人南面之术”亦即主

要是一种统治思想，其作用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至东汉时期，

黄老之学中“君人南面之 容逐渐消退，其中所包含的养术”的

生思想受到重视，人们越来越将其视作一种全身养生之术，其作

用也主要在于个人的内心修养方面 。襄楷作为朝廷大臣，上疏

劝诫桓帝，着眼点当然在于政治方面，但恰恰是以黄老之学清心

寡欲、长生久视的内容作为劝诫的手段，可以说襄楷的上疏中所

言的黄老之学也包含了政治统治与个人修养两方面的内容；襄楷

又以黄老之学等同于佛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佛教也具有这两

方面的作用，既是长生久视之术，又是“延祚之方”。

在《老子》那里，其社会理想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

至于全社会对佛教的一般看法，由于材料的缺乏，难以详述。我们只能从

“精英”的观点中推测一二。“因此任何对于中国早期佛教的研究范围都不可避免地

因原始材料的性质而被缩小⋯⋯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仅有纷然杂陈在面前的残

章断简：有教养的僧人和崇佛的有文化的官员的学术思考 不断成长的寺院和政府

当局之间相互冲突的论战文字，僧俗文人之间精深问答和激烈争论的记录残篇，格

式化的名僧传记 简练的序言，数量宏富的目录学材料，一些书信和诗赋。（”许里

和著《佛教征服中国》第 页）也许我们只能如此。

②对于黄老之学及其转变过程的详细论述，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秦汉 第 版）。页，人民出版社》之“汉初黄老学派”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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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寡民”，所谓“圣人之治”也就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实现，实

现这种社会形态的关键即在于使人民“无知无欲”“，是以圣人之

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

智 而要达到这一点，统治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者自身也必须清心寡欲，这不仅是实现理想社会形态的关键，同

时也是保持统治得以长久之必需。政治上的“无为”是与个人修

养方面的“无欲 相联系的。汉初黄老之学由于当时人民渴望休

养生息的需要而突出了《老子》思想中“无为”的一面；在东汉

时期，则由于皇帝昏庸，官僚腐败，人有朝夕之叹的情势，使

《老子》思想中所包含的“无欲”的一面得到人们的重视。而要

达到“无欲”，就必须经过某种修炼，早期道教和初传中土的佛

教恰好被人们视作是这样的修炼方式。襄楷在其上疏中劝诫桓帝

去物欲、除杀伐的言辞，其思路正与黄老之学一致。可以看出，

《疏》中所言实承《老子》宗旨，将佛教与《老子》思想等同，

这正是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佛教。

襄楷《疏》中“守一”这个概念与道家的本意有所不同。

“守一”似出自《老子》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老子》中的“一”，是指未发生分离变化的浑然一体的状态，也

就是原始的整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

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在精神方面，“一”指未受人为知

识和主观见解影响的本真状态“，抱一”就是保持这种本真状态，

《老子》第三章，《诸子集成》第 册王弼注 页，上海书《老子道德经》第

版。年第

《老子》第十章，《诸子集成》第 册王弼注《老子道德经》第 页。

同上书《老子》第四十二章 第

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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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襄楷《疏》以浮屠不近女色为“守

一”，劝诫桓帝省欲去奢，目的更为具体一些，但源出于《老子》

是明显的。此外，东汉时道教处于初创时期，《太平经》中有守

一之法，当时流行的佛教禅法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与此有联系，

。襄楷《疏》所言“守一”，反映了这个时期佛道杂揉的特点

襄楷对佛教作了“道家化”的理解，将佛教的“清虚无为、

嗜欲去奢”的思想原则与“延皇柞”即社会政治方面的目的联系

起来；而在袁宏《后汉记》中则反映了汉代人们同样十分注重佛

教的修行方式对个人的作用：

“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

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

生，专务清净，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心，盖息

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

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练精神，以

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

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

生。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

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

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有经数千万，以虚无为宗，苞

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

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

汤用彤认为《太平经》中守一之法 谓为长生久视之符，守一者可以为忠

臣孝子，百病自除，可得度世。但有可能是窃取佛教禅法，“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

所译佛经，盖出于禅支之“一心”，《成具经》有“一心则不摇”之语，所以“一心”

即“守一”（参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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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

瞿然自失。”

人们将佛教的宗旨理解为“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

静”，沙门的修行过程是“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最终的目的是

“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息意去欲”的意思是平息乃至停止内

心的思维活动，排除对于外物的各种欲望；“归”是“返回”、

“恢复”的意思；“无为”在《老子》中的意思是与“有为”相对

的，就人而言，“无为”是指人的行为应当效法宇宙本体“道”，

顺应自然，遵循规律，不随意妄为。从字面意思来分析，停息内

心的活动、排除对外物的欲望，这样就能回归到顺应自然的状

态，这是与《老子》的意旨相同的。《老子》以为只有断绝意识

活动，屏除欲望，保持人的本然状态，才能透彻地理解万物的自

然规律，也才能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也就是说，人们是以

《老子》的思想来理解佛教的修行的。而在理解佛教修行所要达

到的最终目的时，又说“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无生”即无生

灭，后来译为“涅槃”，通过佛教的一系列修炼，达到涅槃，也

就是进入成佛的境界。这样的理解虽然仍然比较粗糙，但是毕竟

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义理是相符合的。此时人们既以《老子》道

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又以佛教本身的义理来理解佛教，这都表明

在人们的心目中，佛教与道家，道家与佛教几乎是一而二、二而

一的。人们对佛教的总体感觉或评价也是与道家相似的，认为佛

教探求十分抽象的道理（“以虚无为宗”），所以其内容显得包罗

《后汉记》卷十《明帝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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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苞罗精粗，无所不统 ，语言也相当不确定、不具体

（“善为宏阔胜大之言”），虽然以个人的生命作为所探求的对象，

但是要明白的道理却超出了常人的感觉（“所求在一体之内，而

，因此一般人看起所明在视听之外 来佛教就显得具有虚幻荒诞

的风格，不可捉摸（“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玄微深远，难得而

测”）。

人们以道家思想理解佛教，还表现在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入

天竺教化夷狄而成的观点中。前引襄楷上疏中已有这样的内容，

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裴在《三国志 西戎松之注引鱼豢《魏略

传》载：

“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

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

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

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

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

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
，

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认为佛教经典所载的内容，其宗旨与中国的《老子》是相似的，

这是因为佛教本身就是老子所传。这表明佛教与道家在思想内容

上是相通的。

《三国志）第 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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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人们眼中，佛教思想主要是省欲去奢、好生恶杀、仁

慈好施、善恶报应等内容，皇帝将其当作延祚之方，更多的人则

将其看作为一种近似鬼神之术。佛教初传中土时的影响是微弱

的。王充在《论衡》中遍评当时流行的各家学术，却不见单独提

到佛教，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佛教的影响不

大、研习者不多，加上佛教在此时以咒法神通行于世，故时人视

。《论衡》多提鬼神生死之事，也之与流行之鬼神方术无异 许

就包含了他对佛教的看法一一佛教与鬼神方术一样，批评鬼神方

术自然等于批评佛教，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佛教类同于道

家与道教的特点。

从上述所论，可以就当时的中国佛教作这样的概括：第一，

“佛”的形象被理解为类同中国固有的神仙；第二，佛教义理被

视为与《老子》思想以及黄老之学的内容相似；第三，将佛教修

炼等同于神仙方术；第四，认为佛教对于社会和个人的作用与黄

老道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总之，佛教初传入中国时，被认为

是类同于中国神仙方术的一种，不过是外来的方术而已。

梁启超认为，当时佛教“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

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

社会注目可知。”“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质言之，则此期

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中

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梁启超著《佛学研究十八篇》第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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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中国最早的佛教译经，《理惑论》是第

一篇中国佛教著述，这一经一论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界自身对佛

教的理解，而且还表现出佛教对儒、道依附与调和关系的发展变

化。

一、《四十二章经》：以儒、道思想解释佛教

汉代佛教自身对佛教的理解，我们只能从当时的佛教典籍中

去寻找线索，《四十二章经》是相传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自然

。应该成为主要的根据。但是，历来对该经真伪的争论也很大

①认为《四十二章经》为真为伪的两派截然对立。主伪派的主要根据是道安

《综理众经目录》未著录此经和经文本身在内容及文字方面的一些问题，认为其形成

时间肯定不在汉代，其内容决不是翻译而是中土撰著或经抄。如，梁启超认为，“要

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

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四十二章经〉辨伪》，《佛学研究十八篇》第

页）其根据就主要是《安录》未载此经；陈垣则从语言方面证伪，“后汉诏令奏议，

皆用‘浮屠’，不用‘佛 “ ⋯根据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标准：一、后汉至，，
魏中叶，尚纯用浮屠。二、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佛参用。三、东晋至宋，则纯用

佛。依此标准，遂有以下之断定：一、后汉有译经，可信。后汉有《四十二章经》

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二、襄楷所引为

汉译佚经，可信。襄楷所引为汉译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胡

适《（四十二章经〉考》附二：陈援庵先生来书，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 中

国佛学史》第 版）吕澂页，中华书局 年第 先生是主伪说之最有力

者，他几乎囊括了所有《四十二章经》为“伪作”的证据，得出结论：“我们认定此

经是东晋初抄出的。其理由：一、此经最初见于东晋成帝 所以它应时的《支敏度录》

第二节　　佛教自身对佛教的理解：以儒、道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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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为，主真主伪双方所举证据、所作论证均有相当之道理，但

均不充分，以至此经真伪至今未有定论，年代久远，杳然难征，我

们似不必再纠缠于此，而宜取一切实的态度，即《四十二章经》毕

出在此录之前。二、在惠帝时，道佛争论，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经》，说佛教是假造诸

经，但未提到《四十二章》的名字，可见当时尚无此经⋯⋯因此，此经抄出的年限，最

早不能超过《化胡经 最晚不能晚于《支敏度录》。惠 六年，成帝末帝末年是公元三

年为公元三 页 ）对四二年，大约就产生于此三十年之间。（”《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

于此经的内容，他认为“：我们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

本，而是一种经抄 ⋯就内容看，是抄自《法句经》⋯⋯所以它是抄录的，但做了一些

修辞功夫。现存的《法句经》是三国时支谦译的，据支谦译本序文看，在他之前还有一

个译本，所以在汉末时《法句经》就有了。《四十二章经》应该是抄的那个旧本而加以润

色的。（”同上）他在《〈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一文中还列出《四十二章经》与《法

句经》的对照表，以说明“《四十二章经》整整三分之二都同于《法句》⋯⋯就称它为

‘法句经抄，也决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同上书第 页）认为此经为真者亦从这两方面

予以证明，如，胡适对《安录》未录此经作了这样的解释“： 日录》（按，胡适据梁启超

考证，认为《旧录》即支敏度《经论都录》，亦称《支敏度录》，成于《道安录》之前。

参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佛学史》第 页）说此经是‘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经目录

列为‘抄录集’。道安不著录此经，也许是因为此经是‘撮要引俗’之作而不是译经，此

可以见安录之谨严，而不 （胡适《〈四十二章经 考》，同足以证明此经为道安所未见

页）对于语言方面的问题，他提出的间接证明是“上书第 ：然而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

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

为浮屠的。难道这些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或者，难道这些旧译本都经过了

后世佛教徒的改正，一律改正了吗？或者，后世时期佛教徒自己不用浮屠、浮图、复豆

等旧译名，而早已逐渐统一，通用‘佛’的名称了吗？这三种假定的解释之中，我倾向

于接受第三个解释。（”同上书第 页）意指不能仅仅以译语来断定此经的年代，因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子也许经后代改篡（事实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反之，不能因为后代

的改篡即否认当时存在过这种本子。主真派中以汤用彤先生为最全面，他断定此经“东

汉时本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 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三章《（四十二章经）考

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页）对于《安录》未录的问题，他的解释是“：安

公治学精严，非亲过眼则不著录。故自知遗漏者不少。故谓若欲综理已出一切经典，自

知非一人所能为。夫安公之世，《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日常所不备，

安公固未见之，遂未著录，或亦意中之事也（又据上文，《安录》判自汉灵之世，《四十

二章》出于灵帝之前，故未录也。（同 页）经考证上书第 他还提出了一个意见，

认为此经译本有二“，其一为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

得流传（”同上书第 页），即现存本支译，且历经改篡，由此可解释译语方面的疑问。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亦持此经为真说，理由与汤说近似（见任继愈主编《中国

佛教史》第 卷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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